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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放式创新是当前国际技术创新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前沿。结合我国华南地区317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企业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关系以及包括决策中心性、规范化、联通性的组织协作机制的作用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1）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决策中心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3）规范化、联通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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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pen innovation has become one of important research frontier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but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and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remains to be further studied,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including centralization of decision-making, formalization and connectednes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317 enterprises in South China, the paper gets some interesting findings. Firstly,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econdly, centralization of decision making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owever, it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ion role between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and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rdly, a firm’s formalization and connectedness both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the regulation effect between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and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not obvious in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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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与主要文献综述
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基于对跨组织边界的知识流动进行有目的性管理的一种分布式创新过程，并采取获利的或非获利机制建立面向技术创新的商业模式[1]。基于知识流动方向的不同，开放式创新划分为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2]。其中，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是企业成为其他组织知识源，有目的地将外部探索与企业能力与资源相结合，通过开源、共享研发平台、出售和捐赠互补资源等方式，将内部有价值的知识输出到组织外部，由外部组织进行或各方结合自身优势联合进行应用及商业化的创新过程[3]。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过程中，企业与外部创新主体之间并非进行着简单的沟通与互动，而是在既有知识基础上与外部创新主体进行深层次的知识交互，联合创造与获取知识价值。例如，在获得的各项专利中，英特尔向500 所大学授权或转让技术，并通过全球服务部门向客户分享了众多研发成果，向大约1 000 家企业提供了超过40 亿美元的投资；摩托罗拉公司的蜂窝式电话技术外部开发价值每年可以获得数十乃至上百亿美元的收益[4]。
开放式创新被认为是当今时代企业从技术中创造与获取利润的新的必要条件，甚至被认为是产业创新的一种新范式。虽然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开放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但是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有待深化，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研究亟待推进[5]。此外，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总是嵌入在特定外部环境以及组织内部情境中。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学者们对外部特定环境带来的相关机会或限制作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对于企业组织结构、制度、文化等内部情境因素对企业创新以及开放式创新作用效应的影响还未有充分的理论认识与实证检验。研究包含决策中心性、规范化、联通性的组织协作机制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关系中的调节效应，不仅可以深层次揭示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形成机理，同时有利于推动组织理论、开放式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理论间的融合。
基于此，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引入决策中心性、规范化、联通性三类组织协作机制，实证研究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影响及其组织条件。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影响与作用
相对于封闭式创新，开放式创新是基于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合作与交互，在创新全过程中开放程度更高、组织形式更灵活、创新主体更为分散与广泛的一种创新模式。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始于决策者心智模式的改变，在企业中构建形成重视外部能力和Know-how（机理性知识）的创新文化，会对企业的价值、激励系统、管理信息系统、沟通平台、项目决策准则、供应商评估机制等各方面产生作用[6]。基于Henderson等的创新分类[7]，本文认为突破性创新由不连续性创新构成，是一种突破乃至颠覆核心理念、概念或模块的创新，形成了包含全新架构知识、系统连接关系和元件的创新技术、产品、服务或工艺。在本文，突破性创新并非仅仅局限于行业中首次出现的技术变革或者是具有重大影响的颠覆性技术变革，而将企业自身技术或产品轨迹突破以及行业技术壁垒突破，并带来影响力的创新也纳入突破性创新范畴[8]。通常而言，突破性创新的形成过程具有高不确定性、偶发性以及探索性特征，能够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获取竞争优势以及实现长期的生存与发展。为取得突破性创新，企业通常需要重构相关能力及技能，以及动用额外资源去吸收新技术、创造新市场乃至开发全新的能力[9]。
基于已有文献，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竞争效应、创新联盟以及知识外部性。首先，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模式下，企业采用技术许可、特许经营、外包服务等各种新型商业模式，最大程度地利用外部创新资源、降低内部R&D成本以及促进内部研发资源利用效率提升[10]。企业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不仅可以利用外部创新主体的力量直接获取突破性创新技术或产品，同时由于外部创新组织的引入也会引发竞争机制，有助于在组织内部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促进突破性概念、创意、技术以及产品的涌现。其次，从战略角度，企业将内部创新资源向外部公布及共享，有利于调配以及获得外部更多优质创新资源，形成深度创新战略联盟，推动行业关键技术突破。并且，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企业不仅可以将其内部技术标准上升为产业标准或者获取更多外部技术，同时能够更好地发现及产生新的商业机会和增长路径。比如，2014年6月12日，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宣布开放特斯拉全部专利。特斯拉公司鼓励所有汽车制造商都来关注、使用以及进一步开发特斯拉的专利技术，其核心目的在于形成以特斯拉既有电动车电池技术路径为基准的行业标准，并发挥供应商、生产商等各类外部知识源的创新能力共同推动电动车电池关键技术的突破，扩大公司绿色电动汽车的技术创新与市场空间。再者，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突破了传统企业构建创新网络、获取创新价值的封闭式方式，使得企业与外部知识的连接更加自如与系统。这不仅会推动内外部知识的生产与共享，同时也会推动知识在网络、行业、地区之间的扩散、模仿、示范以及产生竞争效应，即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外部性[11]，其中可能的知识扩散机制包括竞争对手的监控以及模仿、专利或者科学论文的检阅、新创企业或者高素质劳动者的移动等。虽然一些学者，如Arora等[12]认为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容易带来内部核心知识泄露风险，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在知识外部性作用下，行业内的技术变动更为频繁与剧烈，企业现有的技术轨道以及知识基础价值容易遭受破，从而推动企业在突破性创新上的投资。在相关实证研究方面，Lichtenthaler[13]发现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绩效有着积极正向的促进作用，技术震荡性、技术市场交易速率以及技术竞争强度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Boudreau[14]基于掌上电脑开发商的面板数据，证实了授权外部主体使用研发平台和共享研发平台这两种开放方式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组织协作机制的影响与作用
组织协作机制包括正式层级结构与非正式社会关联，其实质是通过相关制度安排，将关键资源以及相关联部门整合起来，以更好地推进创新[15]。虽然已有文献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了组织协作机制对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直接影响作用，但是还未有文献实证研究组织协作机制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间的调节效应。企业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涉及知识搜寻与整合、知识转移、知识应用以及知识商业化等一系列行为与过程，必然会与组织协作机制发生交互作用，从而对企业获取突破性创新绩效产生影响。
2.2.1 正式层级结构的直接影响与调节作用
正式层级结构是组织中的权利安排与管理流程。本文探讨正式层级结构的两类要素：决策中心性与规范化[15]。
（1）决策中心性，指组织中权利与决策的运行轨迹以及组织决策的集中程度[16]。一些学者认为，决策中心性较高的企业通常会限制内部成员之间的沟通渠道以及员工自主行为[17]，从而降低从问题解决过程中产生有价值的想法以及知识的可能性、数量以及质量。Jansen等[15]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决策中心性对探索性创新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然而，具有高决策中心性的企业能够更好地促进内部信息高密度快速流动、提升企业吸收能力以及重构创新能力[18]，有助于企业与外部创新主体间更有效率地开展知识交互与合作，提升知识转移及应用成效。从组织内部来看，在一个具有高度决策中心性特征的企业中，管理者能够更好地控制实验室、技术中心、研发团队等成员之间的沟通及相关行动，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竞争对手获取相关项目信息或知识，有利于企业实施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从组织外部来看，决策中心性较高的企业能够更高效地评估新技术、设计合同和提高项目收益，能够构建更为宽广的外部合作联盟，有效评估并及时、迅速把握外部创新机会，抢占技术先机，促进知识在合作成员间的分享、转移及应用，进而能够在与外部创新主体合作中获得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Cardinal[17]的研究表明，在制药产业，决策中心性促进了企业对相关外部知识源的探索，能够带来内部医药突破性产品开发能力的增强。按照理性与开放视角下组织观的观点，理性组织强调了内部层级、结构、规范性与领导者权威，而开放组织则强调了组织与外界的相互依赖关系及进化能力[19]。决策中心性高的组织在层级结构上更为规范与正式，其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融合过程更能缓解外部环境的动荡性对组织内部的冲击，进而使得组织能够持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信息、知识与物质的交换，充分发挥外部环境的多样性对组织进化的作用[19]。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a：决策中心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直接的负向影响。
H2b：决策中心性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2）规范化，是指规则、程序、命令以及沟通的书面化程度。组织规范化体现为相关知识库、制度及流程建设。第一，通过工作手册、数据库以及专利等方式积累、编码以及存储个体或组织的分散的知识；第二，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员工个体的相关工作行为；第三，通过建立稳健的结构、系统及流程（例如新产品开发团队和正式的产品-规划流程），使得员工个体的投入转化为稳定的创新成果产出，避免出现高不确定风险[20]。研究表明，规范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程序及规则的制定减少不必要的变化及震荡，促进针对既有技术路径提升的相关建议，实现产出的渐进性提升[21]。规范化越高的企业为员工行为提供了更为标准、成熟的工作框架，限制了个体开展探索性创新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此外，对于规则以及程序的高度依赖也阻碍了员工进行积极试错以及为解决问题而进行的特别努力，降低了行为个体偏离结构化行为的可能性，因而不利于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形成。
一些研究认为，规范化程度高的企业容易使组织内部形成“非此处研发（Not-Invented-Here）”的态度，阻碍及排斥与外部创新主体合作以及交互作用[6]。然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下，企业将内部知识转移至外部组织进行应用与商业化，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依赖于专利、技术规范、标准等编码化数据库以及稳健的结构、系统及流程。规范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规避在知识外部转移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知识泄露等各类不确定性风险，使得企业能够更快地向外部知识接受方转让技术以及输出知识。此外，从交易成本角度出发，组织规范性程度越高，通常组织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的搜寻、协商、决策、形成契约、监督与执行的机制和程序越健全、完备与书面化[22]，均有利于避免在知识外部转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理性缺失与机会主义风险，降低事前和事后交易成本，增强企业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规范化对于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直接的负向影响。
H3b：规范化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2.2.2 非正式社会关联的直接影响与调节作用
非正式社会关联强调个体成员之间的连接及社会关系，是成员间自愿形成的一种个体间联接模式[15]。本文采取社会关系的结构化维度要素——联通性，来表征部门间非正式管理的总体特征。根据Henderson等[23]的研究，部门管理者或研究人员通常是“构件知识（Component Knowledge）”的存储体（例如，在生物制药产业，关于特定技术领域或者疾病领域的知识），而模块知识（Architectural Knowledge）（例如，在生物制药产业，整合运用不同学科知识以处理特定疾病的知识）则更多地存储于部门间非正式沟通渠道中。联通性发挥着“沟通过滤器”的作用，有助于打破与降低谷仓效应（Silo Effect）①，促进不同个体间构件知识的结合、部门间模块知识的分享与整合以及新知识的开发过程。Hargadon等[24]亦认为将不同的想法通过非常规方式结合起来对于多样化创意产生以及突破性创新非常重要。
演化视角下，创新所需的知识通常在组织内非均匀分布，组织知识发展具有惯例、路径依赖性以及组织学习等3个特征，使得创新具有路径依赖性、积累性以及多样性特征。联通性使得企业在创新活动中能够选择多样化知识进行组合，进而带来差异化的创新绩效。高联通性提高了组织内部非正式“大厅交谈”（Hall Talk）的可能性与频率，员工之间的信任与知识分享程度通常较高，有助于推动相关合作项目的实施。此外，基于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网络理论，高联通性有利于推动不同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及不同类型知识网络之间的连接，有效促进信息和机理性知识的分享，进而充分实现知识的内在价值以及形成竞争优势[25]，有利于企业获取与把握更多面向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合作机会、资源与技能，增强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4a：联通性对于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
H4b：联通性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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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本文研究框架
3    变量测量、数据与检验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面向我国华南地区的企业，主要通过4种途径获取问卷数据：一是对华南地区某商学院在读MBA、EMBA企业高层现场发放问卷；二是依托熟人关系，与企业负责人联系并经对方同意后，以Email或邮寄形式对其进行问卷调查；三是借助广东省第一届、第二届院线提升计划培训会现场对与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四是通过广东省科技厅及科技服务中介机构对企业进行问卷调查。通过4种途径共计发放650份问卷，回收340份，回收率为52%。结合反向题及问卷填写时间的判断，剔除无效问卷23份，最后得有效问卷317份，有效率为93%。对问卷客观题简单统计，发现企业的基本特征为：（1）从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有149家，占比47.0%；国有企业有75家，占比23.7%；三资企业有72家，占比22.7%；其他有21家，占比6.6%。（2）从所属行业来看，信息技术、电信类、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类有181家，占比57.1%；化工、纺织、传统制造业有71家，占比22.4%；服务业有35家，占比11.0%；其他有30家，占比9.5%。（3）从企业规模来看，100人以下的企业有51家，占比16.1%；100～500人的企业有133家，占比41.9%；500～ 2 000人的家企业有69家，占比21.8%；2 000人以上企业有64家，占比20.2%。
3.2  变量测量
对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测量，参考Sisodiya等[26]、Lichtenthaler[13]等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回译法”以保证量表准确性，共有4个题项。基于林春培[27]等学者的研究，形成突破性创新绩效的测量量表，共有5个题项。组织协作机制所采取的相关量表为成熟量表，其中，决策中心性主要来源于Hage等[16]的量表，共有5个题项；规范化量表主要来自Desphandé等[28]的量表，共有4个题项；联通性量表主要来自Jaworski等[29]的量表，共有4个题项。在形成最终调查问卷之前，我们对企业员工及MBA进行了结构化访谈、小规模预试，并邀请技术领域的教授及博士对问卷进行修订与完善，以保证措辞的清晰与准确性及量表的科学与完整性。在本研究中，我们根据回收的样本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剔除掉因子载荷小于0.5的题项，最终得到相关变量的量表，如表1所示。此外，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选取了成立年限、企业规模、所属行业、企业性质作为控制变量。由于所属行业、企业性质是分类变量，因而选择了基准变量构建了虚拟变量，其中，所属行业以服务业、农业及其他行业为基准变量，划分了2个虚拟变量，分别为高科技行业（包含信息技术、电信类，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类等行业）、低科技行业（化工、纺织、传统制造业）；企业性质以外资企业（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为基准变量，划分了2个虚拟变量，分别为国有企业（国有、集体类别企业）与民营企业。
表1 构念的测量量表
	构念
	问卷项目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
	a. 我们很正式地在市场上出售技术知识和知识产权
b. 我们拥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将公司内部知识资产进行商业化（如出售、专利的交叉许可协议、衍生企业等）
c. 我们欢迎其他人购买与使用公司的技术知识或者知识产权

	突破性创新绩效
	a.公司经常向市场引入开发出来的全新产品/服务
b.公司在产品研制上经常引入全新的概念和创意
c.公司在行业中率先开发和引入全新的技术和工艺
d.公司凭借新产品/服务开辟了全新的市场
e.公司的新产品/服务/技术给产业带来了重大影响

	决策中心性
	a. 除非主管作出决定，否则很少人会进行相关行动
b. 当一个员工想做出自己的决策时，会被迅速阻止
c. 即便是一些小问题都需要提交给更高层级的人员进行最终决策
d. 做任何事情之前，部门成员都需要询问其主管

	规范化
	a. 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存在相应的书面处理程序
b. 规则与程序在公司中占据主导地位
c. 每位员工的绩效均有相应的书面记录
d. 公司部门各个层面的工作岗位均制定了书面的岗位说明

	联通性
	a. 在我们部门，员工之间进行“闲聊”的机会很多（“闲聊”是指随意与非正式的交流，如设有活动室可以自由聊天等）
b. 不同部门员工在需要相互帮忙、借调人员时感到十分自如
c. 我们员工彼此之间非常容易接近
d. 在公司，员工可以非常随意地与任何员工进行沟通，而不用考虑其等级以及职位的高低


3.3  量表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Cronbach`α系数和组合信度共同评价量表的信度。总量表的α值为0.828，且各分量表的α值均在0.7以上；变量的组合信度介于0.838～0.903之间，高于0.70 的标准值。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好信度。本研究采用平均变异抽取量（AVE）评价量表的聚合效度。由表2可知，各变量的AVE均大于0.5。总体而言，量表的聚合效度较为理想。此外，本文的数据均来自同一受试者，因而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变异问题。为了降低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本文采用了事前控制与事后检验的方法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首先，采用问卷基本编排法、受访者资讯匿名法（不记名）和心理隔离法收集资料；其次，以Harman单因子测试法来检验数据的同源性方法变异程度，将所有构面的变数选入因素分析中，并选定输出为一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解释率为32.428%，未占到总变异的一半，说明本文数据的同源性方法变异问题得到了良好控制；再者，从构念之间相关系数矩阵（见表3）中可以看出，构念之间并不存在较高的相关性（>0.9）。这些均意味着共同方法变异存在及对结果产生较大影响的可能性较低。
表2 量表的信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Cronbach`α
	组合信度（CR）
	聚合效度（AVE）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
	0.839
	0.903
	0.757

	突破性创新绩效
	0.842
	0.888
	0.613

	决策中心性
	0.848
	0.897
	0.685

	规范化
	0.783
	0.857
	0.601

	联通性
	0.745
	0.838
	0.565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变量
	1
	2
	3
	4
	5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
	0.870
	
	
	
	

	突破性创新绩效
	0.652**
	0.783
	
	
	

	决策中心性
	-0.037
	-0.123*
	0.828
	
	

	规范化
	0.362**
	0.377**
	0.168**
	0.775
	

	联通性
	0.325**
	0.468**
	-0.036
	0.162**
	0.752

	M（均值）
	3.693
	3.828
	3.039
	3.809
	3.752

	SD（标准差）
	0.961
	0.731
	0.936
	0.717
	0.671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下同
3.4  构念区别效度
本文结合变量相关系数以及AVE值计算区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表3列出了构念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表3的数值表明，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变量间相关系数值，这表明构念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表2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主要变量整体上正相关，且大致处于中度相关水平，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4    实证结果
本研究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所示。统计分析显示，回归模型的 VIF 值均小于10，D-W 值均接近于2，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问题。M2的结果显示，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β为0.358***），因此，假设H1获得支持。此外，决策中心性、规范化、联通性对于突破性创新绩效均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β分别为-0.090**、0.183***、0.296***），因此，假设H2a、H4a获得支持，H3a未获得支持。从表4的M2、M3可以看出，决策中心性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为正向显著（β为0.077**），但规范化、联通性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为了更直观地呈现决策中心性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间的调节作用，本文绘制其交互效应的简单斜率图，如图2所示。由图2可以看出，两条线交叉趋势明显，表明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对于具有高决策中心性的企业来说，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活动的增加有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突破性创新绩效。
表4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突破性创新绩效

	
	M1
	M2
	M3
	M4
	M5

	控制变量
	

	成立年限
	0.022
	-0.052
	-0.040
	-0.053
	-0.049

	企业规模
	0.037+
	0.029*
	0.032*
	0.029*
	0.029*

	国有企业
	-0.061
	-0.004
	-0.019
	-0.003
	-0.007

	民营企业
	0.042
	0.045
	0.053
	0.046
	0.045

	高科技企业
	0.510***
	0.169*
	0.180*
	0.171*
	0.159*

	低科技企业
	0.395**
	0.128
	0.119
	0.130**
	0.121

	自变量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OOI）
	
	0.358***
	0.362***
	0.357***
	0.358***

	调节变量
	

	决策中心性（DC）
	
	-0.090**
	-0.101**
	-0.089**
	-0.089**

	规范化（FO）
	
	0.183***
	0.174***
	0.180***
	0.180***

	联通性（CO）
	
	0.296***
	0.291***
	0.296***
	0.291***

	交互效应
	

	OOI×DC
	
	
	0.077**
	
	

	OOI×FO
	
	
	
	-0.008
	

	OOI×CO
	
	
	
	
	-0.029

	调整R2
	0.074
	0.532
	0.545
	0.530
	0.532

	△R2
	0.092***
	0.455***
	0.014**
	0.000
	0.002

	F值
	5.218***
	36.901***
	35.395***
	33.458***
	3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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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决策中心性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交互效应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表4可以发现，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进一步验证了Sisodiya等[26]、张振刚等[30]等学者们的研究结论。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企业通过输出内部有价值的知识与外部知识源进行知识层面上的创造性积累或创造性破坏，能够带动行业相关创新主体的共同发展，对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或技术突破带来积极影响。
从表4、图2可以发现，决策中心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为正向显著。这表明，虽然决策中心性可能会限制内部成员新思想的产生，不利于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形成，然而决策中心性越高的企业，由于权力集中程度高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整合相关资源以推进引进外向型开放式创新项目的实施，减少内部组织惯性与核心刚性的影响，反而更有利于企业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吸收及应用外部具有破坏性以及突破性的知识和技术，获取更多突破性创新绩效。作者调研访谈发现，2005年，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公司采取扁平化管理模式，决策中心性较低，研发开发院的相关技术团队具有较高的自主决策权，这使得公司高层管理者虽然在2005年与上海的一家企业互动过程中识别了基因测序技术的技术与合作前景，但是由于研究开发院的相关项目团队未能摆脱封闭研发思维而坚持认为能够独立研发，致使公司错失了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外部创新主体合作，以取得技术突破并在基因测序技术上形成领先优势的战略机会，而公司内部研发团队至今也未突破相关核心技术。
本研究中，规范化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不支持原有负向研究假设。Zollo等[31]认为，通过书面化的规则或程序对新开发知识进行编码化，可能有利于组织复制与扩散相关探索式创新。Adler等[32]的研究表明，精心设计的规则和程序使得员工能够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和发挥相应的功能。Jansen等[15]的研究未发现规范化对探索性创新作用的显著性，本研究基于中国华南地区企业数据发现了规范化的正向促进作用，对Jansen 等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深化。此外，规范化、联通性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原有假设未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规范化、联通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及其调节效应可能存在一个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在Jansen等[15]的研究中亦得到了部分支持。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引入组织协作机制，对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决策中心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为正向显著；规范化、联通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的建议如下：
（1）积极运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与技术突破。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直接经济收益、技术能力、品牌影响力、降低科研经费压力、开拓新业务、行业地位等方面均会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应该充分利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这一创新范式，与外部众多知识源打造共同的利益纽带，有效融合面向价值创造与获取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例如，达安基因公司积极建设“没有围墙的研发院”，实施了“幸福家园”的商业模式，将公司建成为资本、人才、技术、管理等要素跨界自由流动的开放式创新大平台，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为加盟伙伴输出内部标准化产品、资本、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大大缩短了技术研发、产业化与价值实现周期，获得了基因测序仪等系列突破性产品。
（2）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资源优势以及中小微企业的专业化优势，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在政府引导以及社会组织的协调下，行业龙头企业应积极依托技术、资金、市场、知识丰度与宽度优势联合风险资本、社会组织建设企业创新园、创新基地、孵化器、加速器等协同创新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项目孵化、资金扶持、技术支持、市场推广等综合性服务，构建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开放性以及合作性特征的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例如，金发科技公司在发展成为国内改性塑料行业龙头企业之后，依托技术、资本、人才、市场、管理能力及优势组建了华南先进聚合物材料创新园（占地面积30万m2），为园区中小微企业及创业团队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及孵化综合服务，在为合作伙伴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汇聚突破性创意、概念及具体项目，将内部知识与资源快速转化为创新及商业绩效。
（3）建立健全组织协作机制，以更好地推进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以及获取突破性创新绩效。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条件下，高决策中心性有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突破性创新绩效。因此，企业在实施外向型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应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决策中心性，避免可能存在的知识溢出以及各类不确定性风险；同时应强化规范化与联通性建设，更好发挥规范化、联通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
注释：
1   谷仓效应（亦称筒仓效应），指企业内部因缺少沟通，部门间各自为政，只有垂直的指挥系统，没有水平的协同机制，就象一个个谷仓，各自拥有独立的进出系统，但缺少了谷仓与谷仓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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